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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分析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基础上， 构

建了体现我国市场准入限制的服务业开放指数， 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

验。 结果表明， 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既

有利于提高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也有利于延长从进口中间投入品至出口产品的国

内价值链长度。 进一步差异化分析还发现， 服务业开放对中部地区、 资本密集型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效应较为显著， 对混合贸易、 东部地区、 资本与技术密

集型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的延长作用更大； 通讯网络和金融保险开放对企业出

口国内价值链正向促进作用较大。 因此， 通过加快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扩

大服务业开放， 可以助力 “中国制造”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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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科技进步和运输成本降低， 生产链呈现日益分割化特点， 几乎所有国家都

可以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作为发展中大

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创新贸易方式， 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裕优势， 以加工贸易方式深

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出口增长迅猛， ２００９ 年超过德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且 “贸易大国” 地位不断提高。 ２０１８ 年出口额高达 ２􀆰 ４９ 万

亿美元， 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１３􀆰 ２６％①。 然而， 我国企业出口始终面临一个问题：
出口的国内价值链较短， 在国内形成的附加值不高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１］； 黎峰，
２０１６［２］）。 尽管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 ２０１４） ［３］、 刘维林 （ ２０１５） ［４］ 等和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５］、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６］等分别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微观企业层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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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发现， 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所提高， 这一问题在近年有所好转， 但

依然是困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国内外学者们分别从制造业

上游垄断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７］、 制造业服务业化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８］、
市场分割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９］、 服务贸易协定 （连增等， ２０２１） ［１０］等探讨了如何提

高我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服务业开放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率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１１］； 张艳等，

２０１３［１２］；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３］）， 而且 Ｂａｓ 等 （２０１４） ［１４］、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１５］的

研究也表明， 服务业开放显著提高了下游制造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额。 那么， 值得

我们思考的问题是， 服务业开放是否对企业出口的国内价值链产生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越发显著，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

两者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如何实现 “中国制造”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贸易强

国建设等提供一些重要参考。
综合来看， 现有文献很少涉及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研究， 马

弘和李小帆 （２０１８） ［１６］、 李小帆和马弘 （２０１９） ［１７］仅基于行业层面跨国数据考察了

ＦＤＩ 管制指数对一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的影响。 基于此， 本文将通过构建 “源
头” 维度服务业开放指数， 并运用微观企业数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在以下几个

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 一是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海关数

据库、 中国投入产出表等从国内附加值率和价值链长度两个方面测度并分析我国企

业出口国内价值链演变情况； 二是从理论上分析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国内价值

链的机制； 三是不仅从总体上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影响，
还从贸易方式、 地区分布、 要素密集度等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 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从分工角度来看， 出口企业国内价值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出口企业与国

内其他企业之间通过中间投入品形成价值链， 即企业间价值链； 二是出口企业自身

价值链， 即企业内价值链。 那么， 考察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机理

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由于中间投入品是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故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中间投入影响制造业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率。 一方

面， 服务业开放直接提高国内服务投入占比。 在服务化趋势下， 制造业生产过程中

的中间投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服务投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成为价值链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刘奕等， ２０１７） ［１８］。 理论上， 一国制造业投入的服务既可以由本国服务

企业供给， 也可以通过贸易途径从国外进口 （杜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８） ［１９］。 然而，
由于服务具有很强的本地属性， 往往需要面对面传递， 避免远距离造成的搜寻和协

调成本 （Ｍｕｋｉｍ， ２０１５） ［２０］。 服务业开放， 通过扩大市场准入， 允许跨国服务企业

在本国设立分支机构， 以 “商业存在” 形式进入， 发挥弥补效应， 能够很好地缓

解本地高质量服务供给的种类和数量约束， 增加国内服务投入占比。 另一方面，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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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开放间接增加国内制造业中间品投入。 服务供给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专用投

资， 有可能会产生 “敲竹杠” （Ｈｏｌｄｕｐ） 现象， 对本国制造业中间品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 （Ａｎｔｒａ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 ［２１］。 那么， 通过服务业开放可以促进国内外服务企业

之间的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现象发生的概率 （陈启斐和刘志彪，
２０１４） ［２２］。 同时， 服务业开放导致的本地服务市场竞争还有利于专业化服务厂商加快

技术创新， 降低服务要素成本和价格， 提高本国服务供给的质量， 进而提高本国制造

业中间品竞争力， 加快中间产品内向化 （马丹等， ２０１９［２３］； Ｄ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２４］）。
假说 １： 服务业开放影响中间品投入来源， 进而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
服务业开放后， 跨国服务企业将会带来更加先进的管理经验、 咨询、 计算机

和数字相关服务等， 有利于出口企业延伸自身价值链长度。 近年来， 无论是投入

还是产出， 制造业都表现出了服务化趋势， 出口企业延伸价值链长度， 自然离不

开高质量服务供给的保障。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延伸价值链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咨询、 品牌设计等跨国服务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有利于制造

业向下游延伸， 进行深加工， 提供更多类型产品； 二是研发、 信息服务等跨国服

务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通过弥补效应、 竞争效应等促进制造业企业向上游延伸，
努力研发核心的原料和零部件。 此外， 生产性服务业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获益最

多， 集聚了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 成为新知识、 新技术的重要源头 （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ｔｔ， ２００７） ［２５］ 。 投入产出的 “涟漪效应” 会使得这些人力资本、 新知识

和新技术被传导到制造业， 进而发挥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延伸价

值链长度。
假说 ２： 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延长价值

链长度。
由于不同类型服务所包含的知识、 信息、 技术等高级要素不同， 细分服务业开

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比如信息服务中包含了多种无形的知

识、 技术和信息， 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降低制造业成本， 同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

用更加显著 （戴翔和金培， ２０１３） ［２６］。 溢出效应是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国内价

值链的重要渠道， 含有较多高级要素的服务业开放可以通过投入产出的 “涟漪效

应” 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国内价值链产生更大的影响。 另外， 由于本国不同服务

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也存在很大差异， 将会导致服务业开放的弥补效应、 竞争

效应、 溢出效应等在细分服务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显然， 如果一国的金融

业已经很发达， 该行业的市场准入放开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影响可能较

小， 甚至没有影响。 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将导致服务业开放的影响在细分行业之间

存在异质性。
假说 ３： 不同类型服务业蕴含的技术含量不同， 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同， 细

分服务行业的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价值链长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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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指标测度与典型事实

（一） 服务业开放 （ＴＳＰ）
从现有文献来看， 测度服务业开放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 “源头” 维度， 即

服务业市场准入； 二是 “结果” 维度， 即服务业对外依存度或 ＦＤＩ 金额。 本文借

鉴 Ｂａｓ （２０１４）、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等利用 《外商投资指导目录》 以及 《中国入世

服务承诺表》 从 “源头” 维度测度服务业开放。 相对于服务业开放对外依存度

（Ｍａｔｔｏ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２７］ 和服务业 ＦＤＩ 金额 （张艳等， ２０１３） 的 “结果” 维度，
“源头” 维度进行测度的内生性相对较弱。 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首先将 《外商投资

指导目录》 与 ２００２ 版国民经济分类四位数服务业进行匹配， 然后参照 ＯＥＣＤ 分类

方法， 外商参股比例为 ０％ （禁止外资进入）、 外资参股比例小于 ５０％ （禁止外商

控股）、 外资参股比例小于 １００％ （禁止外商独资）。 除了明确规定参股比例外，
《外商投资指导目录》 还有中方控股、 中方相对控股、 限于合资合作三种表述， 第

一种表述归为外资参股比例小于 ５０％， 后两种表述归于外资股权比例小于 １００％。
最后， 利用这些数据， 本文构建三个递进的服务业开放指数： 一是四分位服务业有

任意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为 ０％， 取 １， 其他取 ０， 构建禁止进入的服务业开放指标

（ＳＰ１）； 二是四分位服务业有任意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为 ０％或 ５０％， 取 １， 其他取

０， 构建禁止外商控股的服务业开放指标 （ＳＰ２）； 三是四分位服务业有任意外资股

权比例限制为 ０％或 ５０％或 １００％， 取 １， 其他取 ０， 构建禁止外商独资的服务业开

放指标 （ＳＰ３）。 我国 《外商投资指导目录》 从 １９９５ 年首次颁布后， 进行了多次修

订，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 涉及到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两个发布年份中间间隔年份沿用前面最近年份的指导目录。 由于不同制造业行业服

务投入在类型和强度上存在很大差别， 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各个制造业行业使用服务

投入占总投入的占比系数作为权重来构建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影响的指标。
图 １ 为计算得到的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服务业开放的平均水平。 从变化趋势来

看， ＴＳＰ１ 基数最小， １９９７ 年只有 ０􀆰 ０７， 加入 ＷＴＯ 略有下降， ２００７ 年降幅较大，
但此后基本不变。 ＴＳＰ２ 在入世后有了较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７ 年降至 ０􀆰 ０４８， 比 ２００２
年下降了 ４０％左右。 ＴＳＰ３ 的下降主要在 ２００４ 年以后， 由 ０􀆰 ０９９ 降至 ０􀆰 ０５３。 值得

注意的是 ＴＳＰ２ 和 ＴＳＰ３ 在 ２００４ 年以后仍然处于下降趋势， 说明除了少部分禁止外

资进入的行业， 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一直在不断扩大。 虽然中国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加

入 ＷＴＯ， 但很多服务业开放设置了过渡期， 导致服务业开放水平在 ２００４ 年以后出

现较大程度提高， 这一点与制造业开放过程有所不同。
（二）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部分年份没有中间投入数据， 我们采用吕越等

（２０１８） 改进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２８］、 张杰等 （２０１３） 等方法测算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①。 这一方法考虑了贸易中间商的作用， 相对更为准确。 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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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处理部分， 我们将详细介绍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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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ＤＶＡＲ 表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Ｘ 表示出口额， Ｍ 表示进口额， Ｄ 表

示国内销售， 上标 Ｐ 和 Ｏ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下标 Ａ 和 Ａｍ 分别表示考

虑贸易代理商调整后的进口额和中间品进口额。 鉴于 ２０１０ 年数据质量较差， 参照

现有文献做法， 剔除 ２０１０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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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发展演变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历年 《外商投资指导目录》 以及 《中国入世承诺表》， 并利用投入产出计算得出。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前基本上

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５９６９ 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０􀆰 ７７１１。 受危机冲击，
ＤＶＡＲ 有所下降， ２００９ 年降至 ０􀆰 ７６５０， 此后有所上升， ２０１３ 年略高于金融危机之

前水平， 增长的动能不是很足。 从趋势上看， 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仍维持在这一水

平， 需要进一步拓展提升国内附加值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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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发展演变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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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出口价值链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尽管目前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无法直接测算企业生产的价值链长度， 但可以通

过企业进口中间投入与出口的价值链位置间接测算。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

特征是 “两头在外”， 这个指标恰好可以反映这类出口的价值链长度。 基于此， 我

们借鉴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２９］、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３０］、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 ［３１］ 等方法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别测算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和出口产品的价值链位置， 即

（１） 行业 ＧＶＣ 位置测算

Ｕｉ ＝ １ ×
Ｆｉ

Ｙｉ

＋ ２ ×
∑Ｎ

ｊ ＝ １
ｄｉｊＦｊ

Ｙｉ

＋ 　 　 　 　 　 　 　 　 　 　 　 　 　 　 　 　

３ ×
∑Ｎ

ｊ ＝ １∑
Ｎ

ｋ ＝ １
ｄｉｋｄｋｊＦｊ

Ｙｉ

＋
∑Ｎ

ｊ ＝ １∑
Ｎ

ｋ ＝ １∑
Ｎ

ｌ ＝ １
ｄｉｌｄｌｋｄｋｊＦｊ

Ｙｉ

＋ …　 　 　 （２）

（２） 企业 ＧＶＣ 位置测算

ＧＶＣｉｔ ＝ ∑
Ｎ

ｊ ＝ １

Ｘｉｊｔ

Ｘｉｔ
Ｕｊｔ （３）

（３） 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ｉｔ ＝ ＧＶＣｉｍｐ
ｉｔ － ＧＶＣｅｘｐ

ｉｔ （４）
其中， ＧＶＣｉ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年进出口在生产链上的位置， 上标 ｉｍｐ 和 ｅｘｐ 分别表

示进口和出口； Ｘｉｊ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年在 ｊ 行业上的出口额； Ｘｉ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年的总出

口额； Ｕｊｔ 为公式 （２） 测算的一国行业 ｊ 在 ｔ 年的 ＧＶＣ 位置； 进口中间品同样用公式

（３） 可以计算出， Ｌｅｎｇｔｈｉ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年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 由于本文的样本期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时间跨度较长， 仅用一年投入产出表无法反映产业 ＧＶＣ 位置的动

态变化， 我们分三个期间用不同投入产出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用 ２００２ 年投入产出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用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用 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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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制造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的发展演变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海关数据以及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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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我国企业出口的价值链位置上升幅度相对较小，
２００８ 年缓慢增长至 ２􀆰 ５６４４， 仅比 ２０００ 年上升 ０􀆰 ３４ （见图 ３ａ）。 同样， 出口的价值链

位置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变化趋势与国内附加值率相似。 从进口的价值链位置

来看， 绝对值远远高于出口价值链位置， 说明我国出口企业进口的中间产品大多数位

于价值链上游。 通过公式 （４） 计算的价值链长度波动较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在较窄区

间波动， ２００５ 年有了一个较大幅度下降， 此后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１􀆰 ２３０７， 仍然低于入世之初的水平， 总体来看变化幅度不大。 由此可见， 企业出口的

价值链长度变动趋势与国内附加值率不太一致，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上升主要是因

为增加了国内中间品投入使用， 即企业间价值链联系更加紧密， 而企业自身价值链长

度延伸不是很明显。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 模型设定

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受多种因素影响， 除了本文关注的服务业开放， 还包括企

业规模、 生产率、 行业集中度等。 借鉴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等基础上， 本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ＤＶＡＲｉｊｔ ＝ α ＋ β × ＴＳＰｊｔ ＋ δ × Ｘｉｊｔ ＋ ηｉ ＋ σｊ ＋ λｔ ＋ εｉｊｔ （５）
Ｌｅｎｇｔｈｉｊｔ ＝ α ＋ β × ＴＳＰｊｔ ＋ δ × Ｘｉｊｔ ＋ ηｉ ＋ σｊ ＋ λｔ ＋ εｉｊｔ （６）

其中， 下标 ｉ 、 ｊ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 ＤＶＡＲｉｊｔ 表示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 ｔ 期
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数值越大说明国内附加值在其出口中所占比重越大， 实现价值

增值能力越强。 Ｌｅｎｇｔｈｉｊｔ 表示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 ｔ 期出口的国内价值链长度。 ＴＳＰｊｔ 为服务

业开放，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这三个变量利用第三部分方法进行测算。Ｘｉｊｔ 为除了

核心变量以外， 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１） 全

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虽然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通常采用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 （ＯＰ） 或 Ｌｅｖｉｎ⁃
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ｉｎ （ＬＰ） 方法， 但由于数据库部分年份缺少工业增加值和中间品投入信息，
受数据限制， 本文借鉴 Ｈｅａｄ 和 Ｒ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３２］、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等方法， 采用

ＴＦＰ ＝ ｌｎ（ｙ ／ ｌ） － ｓ × ｌｎ（ｋ ／ ｌ） 来估算。 其中， ｙ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ｋ为固定资产总额， ｌ
为职工人数， ｓ 代表生产函数中资本的贡献度， 并将 ｓ 设定为 １ ／ ３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９） ［３３］。 （２）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就业人数取对数表示。 （３） 企业年龄

（Ａｇｅ）， 运用下列公式计算： 企业年龄＝当年年份－企业开业年份＋１。 （４） 人均固定

资产净额 （Ｐｅｒｃａｐ）， 即固定资产净额除以员工人数。 （５） 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 采用

企业所在四位数行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 ＨＨＩ）： ＨＨＩｊｔ ＝

∑ ｉ∈Ω（ｓｉｊｔ ／ Ｓｊｔ）２， 其中， ｓｉｊｔ 为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 ｔ 期的销售额， Ｓｊｔ 为 ｔ 期企业 ｉ 所在行业 ｊ

的总销售额。 ＨＨＩ 数值大小反映了行业的竞争程度。 （６） 加工贸易 （ＰＲＯ）， 企业从

事加工贸易为 １， 否则为 ０。 （７） 本土企业 （ＢＴＥ）， 如果企业是本土企业取 １， 否则

取 ０。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 除了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 （部分样本为 ０）、 虚拟变量

和行业集中度， 其他变量取对数进入模型。 ηｉ 、 σｊ 、 λｔ 和 εｉｊｔ 分为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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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①。
（二）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 《外商投资指导目录》、
《中国入世承诺表》 以及中国投入产出表， 样本期限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由于数据质量较差， 予以剔除。 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 需要按照最大效率原则将

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进行合并， 本文通过四个步骤进行处理： 第一， 剔除总资

产、 固定资产净值、 工业增加值缺失或小于零以及平均就业人数小于 １０ 的观测值，
并根据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增值税” 这一等式将 ２００４ 年的企业工

业增加值补齐； 第二， 去除贸易中间商的样本。 借鉴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３４］ 做法， 将海

关数据库中企业名称包含 “贸易”、 “科贸”、 “进出口”、 “经贸”、 “科贸”、 “物流”
等从样本中剔除。 第三， 借鉴 Ｍａｎｏｖａ 和 Ｙｕ （２０１２） ［３５］合并方法， 使用企业的名称和

企业的电话号码加邮编识别这两个数据库中的同一家企业。 最后， 参考 Ｙｕ
（２０１５） ［３６］的做法， 删除异常样本和过度进口或过度出口的变量， 共有 ２０１４２８ 个观

测值。

四、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考虑到估计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前提下， 以服务业开放为基础变量， 分别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价值链长

度进行回归。 从表 １ 第 （１） 列可以看出， 服务业开放 （ＴＳＰ） 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

内价值链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服务业开放程度扩大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

加值率 （ＤＶＡＲ）， 还有利于延伸从进口中间品到出口最终品之间的价值链长度， 验

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说。 从程度来看， 随着服务业开放从禁止进入向外商可以控股和独

资递进， 其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影响也不断增强。 可能是由于我国服务业禁止外

商进入的行业已经比较少， 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较小， 而控股或独资的领域还比较多，
导致后者开放的影响也比较大。 这一结果表明： 服务业开放不仅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

决策行为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还对企业出口的价值链长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除了

中间产品自由化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上游垄断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等影响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 并延伸价值链长度。 另外， 服务业开放有利于解决 “两头在外”、 国内附加值

率较低的难题， 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尽管我国企业出口在上一轮

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奇迹， 但随着服务化趋势加快发展， 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服务投入的质量和供给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７）。 服务业开放可以通过弥补

效应、 竞争效应、 溢出效应等对企业出口的国内价值链产生影响。 当然， 服务业开放

对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等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下面将从不

同角度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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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结果来看， 全要素生产率 （ ＬｎＴＦＰ）、 企业年龄 （ ＬｎＡｇｅ）、 是否为本

土企业 （ＢＴＥ） 等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系数显著

为正， 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 但对价值链长度影响要么不显著， 要么存在一定差

异。 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和人均固定资产净额 （ ＬｎＰｅｒｃａｐ） 对国内附加值率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 而对国内价值链长度的影响显著为正， 可能是因为综合实力比

较强的企业国际化发展也较快， 更擅长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材料， 进口的原材料

和中间品更多， 同时， 这类企业往往可以进行深加工， 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 企

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 （ＰＲＯ） 对国内附加值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因为加工贸易

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相对较低， 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吕越等， ２０１８）， 而对价值链长度的影响不大。 此外， 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 的回归

系数在两个方程中均不显著， 说明国内行业的竞争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

影响不大。 综合来看，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与国内价值链长度在影响因素方面

存在较大差别。

表 １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价值链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ＳＰ１ ＴＳＰ２ ＴＳＰ３ ＴＳＰ１ ＴＳＰ２ ＴＳＰ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ＴＳＰ 　 －０􀆰 ０８６９∗∗∗ 　 －０􀆰 ０９６５∗∗∗ 　 －０􀆰 １０４１∗∗∗ 　 －０􀆰 １１０８∗∗∗ 　 －０􀆰 １５４０∗∗∗ 　 －０􀆰 １３８７∗∗∗

（－４􀆰 ７０） （－４􀆰 ０９） （－４􀆰 ４０） （－５􀆰 ６０） （－５􀆰 ４８） （－４􀆰 ８７）

ｌｎＴＦＰ ０􀆰 １１１０∗∗∗ ０􀆰 １１０８∗∗∗ ０􀆰 １１１０∗∗∗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１６２

（７􀆰 １４） （７􀆰 １３） （７􀆰 １５） （－１􀆰 ０２） （－１􀆰 ０６） （－１􀆰 ０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０５８４∗∗∗ －０􀆰 ０５９０∗∗∗ －０􀆰 ０５９１∗∗∗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１９９∗∗∗

（－１０􀆰 ８８） （－１１􀆰 ０２） （－１１􀆰 ０２） （３􀆰 ３７） （３􀆰 ２７） （３􀆰 ２３）

ｌｎＰｅｒｃａｐ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５８３∗∗∗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８∗

（－１２􀆰 ９５） （－１２􀆰 ９７） （－１２􀆰 ９５） （１􀆰 ６９） （１􀆰 ６８） （１􀆰 ６８）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６１３∗∗∗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６

（８􀆰 ２８） （８􀆰 ３０） （８􀆰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３１） （０􀆰 ３０）

ＰＲＯ
－０􀆰 １７９２∗∗∗ －０􀆰 １７９８∗∗∗ －０􀆰 １８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０

（－３０􀆰 ２５） （－３０􀆰 ３６） （－３０􀆰 ４０） （０􀆰 １４） （０􀆰 １１） ０􀆰 ００

ＨＨＩ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７

（０􀆰 １１）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３）

ＢＴＥ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２５∗

（１􀆰 ９２） （１􀆰 ８４） （１􀆰 ８４） （－１􀆰 ６７） （－１􀆰 ７７） （－１􀆰 ７６）

企业 ／ 行业 ／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聚类标准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１９ ０􀆰 ６１１９ ０􀆰 ６１１９ ０􀆰 ８１８ ０􀆰 ８１８ ０􀆰 ８１８
注： 括号内数值为基于企业聚类计算的 ｔ 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 ｓｔａｔａ１４􀆰 ０ 计算得到，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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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上文中， 我们证实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有显著促进作用， 为了

检验这一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 服务业开放指标构建方法改变

借鉴 Ｋａｌｉｎｏｖａ 等 （２０１０） ［３７］， 将禁止外资进入的服务业四分位行业取值为 １，
禁止外资控股的取值为 ０􀆰 ５， 禁止外资独资的取值为 ０􀆰 ２５， 按类似方法汇总到投入

产出表行业， 然后通过加权重新构建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 数值越大， 表示服

务业开放程度越低。 由表 ２ 的前两列可以看出， 无论是国内附加值率还是国内价值

链长度， ＴＳＰ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显著为负， 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采用类似

方法测度服务业开放的指标还有 ＯＥＣＤ 公布的服务业外资参股限制指标。 ＯＥＣＤ 的

服务业外资参股限制不是来源于政府公布的服务业投资指导目录， 而是来源于

ＯＥＣＤ 的投资政策评估报告， 主要从宏观角度反映各国服务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
表 ２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除了系数值大小和显著性略有变化，
符号仍然显著为负， 即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程度放松将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

高， 并延长价值链长度。
２􀆰 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文的内生性可能来源于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联立关系， 服务业开放作用于企

业出口价值链， 同时国内附加值率比较高或价值链较长的出口企业可能会游说政府

扩大与其较为相关的服务开放； 二是遗漏变量， 比如与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相关的

变量， 如制度质量、 法治水平等； 三是测量误差，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服务开

放指标有多种测度方法。 鉴于此， 我们依次进行检验。 第一， 用 ＯＥＣＤ 编制的印度

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指数作为工具变量 （ ＩＶ） 进行回归。 选择印度的主要考虑是印度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 服务业开放进程接近， 而印度的服务业开放对我国

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升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表 ２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是用

ＯＥＣＤ 编制的印度服务业外资限制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

果。 其中，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

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的检验显示， 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第二， 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测算企业层

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 由于 ２００７ 以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中间投入， 我们

只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样本， 重新测度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回归结果见表 ２ 第

（７） 列， 三个服务业开放指标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第三， 借鉴张艳等 （２０１５）
方法从 “结果” 维度 （即服务业各行业的外商投资金额） 进行测度， 具体方法为：
每一年服务业各行业引进外商投资金额， 再通过投入系数计算出制造业分行业的服

务业开放程度。 不同的是， “结果” 维度的服务业开放程度是一个正向指标， 数值

越大， 开放程度越高。 从表 ３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可以看出， “结果” 维度的服

务业开放程度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价值链长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

三个方面的内生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６６１

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３􀆰 样本偏差检验

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进行匹配， 样本会出现异常值和企业进

入退出两个现象。 为了避免样本偏差可能对结论的影响， 我们一方面删除 １％和

９９％异常值， 另一方面只保留持续出口企业样本。 由于我们剔除了 ２０１０ 年样本，
考察持续出口样本只能选择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期间。 从表 ３ 的 （３） － （６） 列可以看

出， 基准回归的结论在剔除异常值和持续出口样本中依然成立， 进一步说明本文的

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２　 稳定性检验Ⅰ： 服务业开放构建方法改变与内生性

直接赋值法构建 ＴＳＰ ＯＥＣＤ 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指数

ＩＶ ＤＶＡＲ２

附加值率 长度 附加值率 长度 附加值率 长度 附加值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ｎＴＳＰ 　 －０􀆰 １０２４∗∗∗ 　 －０􀆰 １４４６∗∗∗ 　 　 －０􀆰 ７７６９∗∗ 　 　 －０􀆰 １３２４∗∗∗　 　 －１􀆰 ６６９８∗∗∗ 　 　 －０􀆰 ０５５１∗∗

（－４􀆰 ５８） （－５􀆰 ６７） （－１１３􀆰 １９） （－６􀆰 １５） （－１０３􀆰 ００） （－２􀆰 ０１）

ＬｎＴＳＰ１ 　 －０􀆰 １３０３∗∗∗

（－３􀆰 ８６）

ＬｎＴＳＰ２ －０􀆰 １００２∗∗

（－２􀆰 ４１）

ＬｎＴＳＰ３ －０􀆰 ０７２０∗∗

（－１􀆰 ９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６９９９􀆰 ８８６ ３２３７􀆰 ２４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２􀆰 １ｅ＋０４ １􀆰 ９ｅ＋０４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行业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聚类标准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９５ １５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１９ ０􀆰 ８１８ ０􀆰 ６１１８ ０􀆰 ６７６０ ０􀆰 ６１１７ ０􀆰 ８１８０ —

注： 同表 １􀆰

４􀆰 动态性检验

考虑到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演变可能存在延续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我们在回

归元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然而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引入， 也给模型带来了

内生性问题。 为了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采取系统广义矩估计 （ＳＹＳ－ＧＭＭ）。 表 ３
第 （７） 列和第 （８） 列回归结果表明， 对两个系统 ＧＭＭ 模型的扰动项进行自相关

检验， ＡＲ （２） 的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问题， 且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的结

果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①。 从中可以看出， 本文关注的服务业开放变量的系

数显著为负， 说明即使考虑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动态性， 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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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定性检验Ⅱ： 测量误差、 样本偏差与动态面板

“结果”维度
服务业开放（ＦＤＩ） 删除异常值 持续出口样本 系统 ＧＭＭ

附加值率 长度 附加值率 长度 附加值率 长度 附加值率 长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ＴＳＰ 　 ０􀆰 ３８１４∗∗∗ 　 １􀆰 １２１１∗∗∗

（３０􀆰 ２７） （４７􀆰 ５５）

ＬｎＴＳＰ１ 　 －０􀆰 ０８５９∗∗∗　 －０􀆰 ０８７８∗∗∗ 　 －０􀆰 １３８８∗ 　 －０􀆰 ２７３０∗∗∗

（－５􀆰 ７９） （－４􀆰 ５４） （－１􀆰 ８０） （－４􀆰 １２）

ＬｎＴＳＰ２ －０􀆰 ０９４３∗∗∗ －０􀆰 １３８６∗∗∗ －０􀆰 １７１４ －０􀆰 ２２４２∗∗

（－４􀆰 ９９） （－５􀆰 １０） （－１􀆰 ５７） （－２􀆰 １０）

ＬｎＴＳＰ３ －０􀆰 ０９６５∗∗∗ －０􀆰 １１３１∗∗∗ －０􀆰 ２０１４∗ －０􀆰 ２６１３∗∗∗　 －０􀆰 １４８６∗∗∗ 　 －０􀆰 １８４０∗

（－５􀆰 ０７） （－４􀆰 １０） （－１􀆰 ９３） （－２􀆰 ５９） （－８􀆰 ６６） （－１􀆰 ９０）

Ｌ􀆰 ＬｎＤＶＡＲ
－０􀆰 ０７６２

（－０􀆰 ５８）

Ｌ􀆰 Ｌｅｎｇｔｈ ０􀆰 ９１８８∗∗∗

（２􀆰 ５９）
ＡＲ（１） Ｐ 值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２

ＡＲ（２） Ｐ 值 ０􀆰 １９６ ０􀆰 ５４５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５２７ ０􀆰 ６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行业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聚类标准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７ ６１３ ２０１ ４２８ １７３ ９００ １７１ ３１５ ６ ７７９ ６ ７７９ １０７ ８４９ １０７ ８４９

注：同表 １􀆰

五、 进一步分析

我国企业出口在贸易方式、 地区分布、 要素密集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特点， 而且

服务业细分行业开放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下面我们将从多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 贸易方式异质性分析

由表 ４ 可知， 服务业开放主要对混合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样本量来看， 我国大部分企业以混合方式出口， 单纯从事加工贸易或一般贸易出

口的企业比较少， 两种贸易方式优势互补， 有利于服务业开放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和延长价值链作用的发挥。 不同层次服务业开放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禁止外商控

股 （ＴＳＰ２） 和禁止外商独资 （ＴＳＰ３） 两个市场准入放开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影

响相对较大， 尤其是对于价值链延伸影响较大， ＴＳＰ２ 系数达－０􀆰 ２１３７， 且在 １％水

平显著。 然而， 服务业开放对纯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影响系数大部分都

不显著， 个别情况甚至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说明， 从利用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

内价值链影响的角度来看， 纯加工贸易通过加强与国内企业之间联系， 或者延长企

业自身价值链都比较困难， 而同时进行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具有相得益彰、 优势互

补的效果， 更加有利于利用服务业开放促进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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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

Ｐａｎｅｌ Ａ：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１
国内附加值率 价值链长度

纯一般贸易 纯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纯一般贸易 纯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ＴＳＰ１
０􀆰 ００８３ －０􀆰 １６７２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５０７ ０􀆰 １８７４ 　 －０􀆰 １２０４∗∗∗

（０􀆰 １４） （－０􀆰 ７２） （－０􀆰 ６４） （０􀆰 ４８） （１􀆰 ０９） （－４􀆰 ６７）
观测值 １７ １７６ １５ ９８３ １３０ ４４６ １７ １７６ １５ ９８３ １３０ ４４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７３７ ０􀆰 ６９２０ ０􀆰 ６０７８ ０􀆰 ８１１８ ０􀆰 ９１９４ ０􀆰 ８２８８
Ｐａｎｅｌ Ｂ：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２

ＴＳＰ２
－０􀆰 ０１８５ ０􀆰 ２４７１ －０􀆰 ０３６１ ０􀆰 １２５１ ０􀆰 ３５０５∗ －０􀆰 ２１３７∗∗∗

（－０􀆰 ２５） （１􀆰 ０１） （－１􀆰 ２６） （０􀆰 ９３） （１􀆰 ８２） （－６􀆰 ０３）
观测值 １７ １７６ １５ ９８３ １３０ ４４６ １７ １７６ １５ ９８３ １３０ ４４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７３７ ０􀆰 ６９２０ ０􀆰 ６０７８ ０􀆰 ８１１９ ０􀆰 ９１９４ ０􀆰 ８２８８
Ｐａｎｅｌ Ｃ：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３

ＴＳＰ３
－０􀆰 ０６２８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５０５ ０􀆰 ２４７２ －０􀆰 １７１２∗∗∗

（－０􀆰 ８１） （０􀆰 ０８） （－１􀆰 ７８） （０􀆰 ３６） （１􀆰 ２２） （－４􀆰 ７３）
观测值 １７ １７６ １５ ９８３ １３０ ４４６ １７ １７６ １５ ９８３ １３０ ４４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７３８ ０􀆰 ６９１９ ０􀆰 ６０７８ ０􀆰 ８１１８ ０􀆰 ９１９４ ０􀆰 ８２８８

（二） 地区异质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 东部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用足用好国家政策， 迅速融

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由于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 服务业开放对不同

地区企业出口的国内价值链影响也不同 （见表 ５）。 服务业开放对东部地区和中部

地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尤其是后者， 系数值超过－０􀆰 ５，
而仅对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长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剔除样本数量偏差， 可能的原

因是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相对较发达， 其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也相对较高， 服

表 ５　 不同地区的异质性

Ｐａｎｅｌ Ａ：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１
国内附加值率 价值链长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ＴＳＰ１
　 －０􀆰 ０７２６∗∗∗ 　 －０􀆰 ５６６５∗∗∗ 　 －０􀆰 １３６９ 　 －０􀆰 １１７４∗∗∗ 　 ０􀆰 ０８４４ 　 －０􀆰 ０３１７
（－３􀆰 ８４） （－５􀆰 ５８） （－１􀆰 １７） （－５􀆰 ８２） （０􀆰 ７４） （－０􀆰 １６）

观测值 １６９ ６０７ ５ ４７０ ２ ０９５ １６９ ６０７ ５ ４７０ ２ ０９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２８ ０􀆰 ５７６ ０􀆰 ５６８１ ０􀆰 ８１８９ ０􀆰 ８ ０􀆰 ８０６

Ｐａｎｅｌ Ｂ：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２

ＴＳＰ２
　 －０􀆰 ０７９１∗∗∗ 　 －０􀆰 ５９２７∗∗∗ 　 －０􀆰 ０１９４ 　 －０􀆰 １６３７∗∗∗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４７５
（－３􀆰 ２７） （－４􀆰 １４） （－０􀆰 １４） （－５􀆰 ７１） （０􀆰 ２７） （０􀆰 ２０）

观测值 １６９ ６０７ ５ ４７０ ２ ０９５ １６９ ６０７ ５ ４７０ ２ ０９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２８ ０􀆰 ５７３９ ０􀆰 ５６７４ ０􀆰 ８１８９ ０􀆰 ８ ０􀆰 ８０６

Ｐａｎｅｌ Ｃ：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３

ＴＳＰ３
　 －０􀆰 ０８６９∗∗∗ 　 －０􀆰 ５５５８∗∗∗ 　 ０􀆰 ０４７９ 　 －０􀆰 １４８０∗∗∗ 　 ０􀆰 ０５５４ 　 ０􀆰 ０５５８
（－３􀆰 ５８） （－４􀆰 ０６） （０􀆰 ３５） （－５􀆰 ０９） （０􀆰 ３３） （０􀆰 ２２）

观测值 １６９ ６０７ ５ ４７０ ２ ０９５ １６９ ６０７ ５ ４７０ ２ ０９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２８ ０􀆰 ５７３４ ０􀆰 ５６７４ ０􀆰 ８１８９ ０􀆰 ８ ０􀆰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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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开放的边际影响相对较小， 但延长价值链长度一般情况下只有大中型企业才拥

有足够的资源， 部分沿海地区企业具备这一条件。 不过，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部崛起、 西部大开发、 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 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

国内价值链的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将会日益显现。
（三） 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分析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 将出口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等三类， 具体标准为： 人均固定资产净额小于全部

企业中位数为劳动密集型， 人均固定资产净额大于或等于中位数为资本密集型， 人

均固定资产净额大于中位数且授权专利数大于零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从表 ６ 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 服务业开放程度提高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 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率影响不显著。 此外， 服务业开放程度提高对三种要素密集度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

长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价值链长度影响相对较大。 因

此， 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特点， 充分发挥服务业开放在促

进其出口国内附加率提高或价值链延长方面的作用， 对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

言， 在加快自主研发的同时， 要充分利用服务开放在延长国内价值链长度方面的

作用。

表 ６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Ｐａｎｅｌ Ａ：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１
国内附加值率 价值链长度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资本与技术

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资本与技术
密集型

ＴＳＰ１ 　 －０􀆰 ０８２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１８３３ 　 －０􀆰 １４２７∗∗∗ 　 －０􀆰 ０９８８∗∗∗ 　 －０􀆰 ９６１４∗∗∗

（－３􀆰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７２） （－４􀆰 ７８） （－３􀆰 １８） （－１􀆰 ０４）
观测值 ８４ ８７０ ７４ ５１５ ５ ６４０ ８４ ８７０ ７４ ５１５ ５ ６４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６７９ ０􀆰 ５８９９ ０􀆰 ６３９６ ０􀆰 ８５０２ ０􀆰 ８１４７ ０􀆰 ８８８９
Ｐａｎｅｌ Ｂ：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２

ＴＳＰ２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９４７ 　 －０􀆰 １７９９∗∗∗ 　 －０􀆰 １４０５∗∗∗ －０􀆰 ９６１３∗∗∗

（－０􀆰 ４６） （－２􀆰 ０２） （－０􀆰 ４７） （－４􀆰 ２７） （－３􀆰 ３２） （－２􀆰 ９８）
观测值 ８４ ８７０ ７４ ５１５ ５ ６４０ ８４ ８７０ ７４ ５１５ ５ ６４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６７８ ０􀆰 ５９００ ０􀆰 ６３９５ ０􀆰 ８５０２ ０􀆰 ８１４７ ０􀆰 ８８８９
Ｐａｎｅｌ Ｃ：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３

ＴＳＰ３
－０􀆰 ００７５ －０􀆰 １０４７∗∗∗ ０􀆰 ０９０１ －０􀆰 １６１３∗∗∗ －０􀆰 １１９５∗∗∗ －０􀆰 ８４１６∗∗∗

（－０􀆰 ２２） （－２􀆰 ９８） （０􀆰 ４９） （－３􀆰 ７１） （－２􀆰 ９０） （－２􀆰 ５６）
观测值 ８４ ８７０ ７４ ５１５ ５ ６４０ ８４ ８７０ ７４ ５１５ ５ ６４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６７８ ０􀆰 ５９ ０􀆰 ６３９５ ０􀆰 ８５０１ ０􀆰 ８１４７ ０􀆰 ８８８８
注： 同表 １􀆰

（四） 服务业细分行业异质性分析

从表 ７ 可以看出， 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 金融保险和通讯网络两类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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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一方面， 这两类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 蕴含的高级要素更多； 另一方面，
我国金融保险和网络通讯发展相对滞后，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的重要制约因素 （刘奕等， ２０１７）。 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出现这一结

果。 交通仓储开放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不一致， 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的影响大

部分不显著， 而对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开放交通仓储

业比较早， 竞争力比较强， 且该类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地域属性， 导致其开放对企业

出口国内价值链影响不同于其他服务业。 上述结论表明， 如果要利用服务业开放打

造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 不仅要提高总体开放水平， 还要注重结构优化， 才能有利

于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延长价值链长度。

表 ７　 细分服务行业的异质性

Ｐａｎｅｌ Ａ：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１
国内附加值率 价值链长度

交通仓储 金融保险 通讯网络 交通仓储 金融保险 通讯网络

ＴＳＰ１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７６９∗∗∗ 　 －０􀆰 １２７８∗∗∗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９９５∗∗∗

（１１􀆰 １３） （－１６􀆰 ６１） （－９􀆰 ８２） （４􀆰 １６） （－０􀆰 ７１） （－７􀆰 ６１）
观测值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２５ ０􀆰 ６１３５ ０􀆰 ６１２３ ０􀆰 ８１８０ ０􀆰 ８１７９ ０􀆰 ８１８０
Ｐａｎｅｌ Ｂ：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２

ＴＳＰ２ 　 ０􀆰 １１０６∗∗∗ 　 －０􀆰 １０２６∗∗∗ 　 －０􀆰 １２７８∗∗∗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９９５∗∗∗

（５􀆰 １２） （－３３􀆰 ７６） （－９􀆰 ８２） （０􀆰 ７１） （－６􀆰 ６７） （－７􀆰 ６１）
观测值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１９ ０􀆰 ６１９６ ０􀆰 ６１２３ ０􀆰 ８１７９ ０􀆰 ８１８０ ０􀆰 ８１８０
Ｐａｎｅｌ Ｃ： 服务业开放指标 ＴＳＰ３

ＴＳＰ３ 　 ０􀆰 １０９５∗∗∗ 　 －０􀆰 １０１５∗∗∗ 　 －０􀆰 １２７８∗∗∗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９９５∗∗∗

（４􀆰 ９８） （－３２􀆰 ２５） （－９􀆰 ８２） （１􀆰 １７） （－６􀆰 ３２） （－７􀆰 ６１）
观测值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１７７ ６１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１９ ０􀆰 ６１９１ ０􀆰 ６１２３ ０􀆰 ８１７９ ０􀆰 ８１８０ ０􀆰 ８１８０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基础上， 通过构建

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指数， 匹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
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价值链长度的影响， 可以得出以

下几点重要结论： 第一， 在总体上， 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 既有利于提高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也有利于延长从进口中间投入品至出

口产品的国内价值链长度。 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后， 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 服务业开放对中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附加值率的提升效应

较为显著， 而对混合贸易、 东部地区、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

的延长作用更大； 第三， 通讯网络和金融保险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正向促进

作用较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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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招引跨国服务业企业。 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明： 服务业开放为打破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较低， 国内价值链较短提供了

一个重要突破口。 尽管面临 “逆全球化” 冲击， 我国仍然做出了扩大市场准入的

单方面开放举措， 其中服务业开放是重中之重。 未来一段时间， 围绕新版负面清

单， 积极招引跨国服务企业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 以商业存在形式为制造业提供高

质量要素投入， 进一步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融合， 提高国内附加值率， 延长

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 有利于助力 “中国制造”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二是大力推进中西部服务业开放， 迎合制造业梯度转移。 随着东部地区土地、

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 制造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将会进一步加快。 在服务化

趋势下， 中西部地区单纯依靠要素成本优势已经难以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 服务业

开放为当地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
国家可以在郑州、 重庆、 成都等内陆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更加开放的政策， 吸

引跨国服务企业落户中西部， 提高当地服务企业为出口企业进行配套的能力， 形成

竞争力较强的国内价值链。
三是注重核心技术研发， 做强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 虽然服务业总体上对我国

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提升效应并不显著。 服务要素作为重要的中间投入， 其质量和种类对制造业高

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不过，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更大程度上与是否掌握

核心技术有关， 这恰恰是我国制造业的软肋。 因此， 加快服务业开放的同时， 只有

注重核心技术研发， 占领技术制高点， 才能做强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 实现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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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ＤＵ Ｙｕｎｓｕ　 ＰＥＮＧ Ｄｏ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Ｑｉｆ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ｈｏ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ＤＶＡ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ｆｉ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ｔｅ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ＶＡＲ ｉｍ⁃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ｂ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ｉｘ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Ｌｅｎｇ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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